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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对欧美关系的影响

英国脱欧对欧美关系的影响

张  蓓

〔提   要〕英国脱欧不仅是英国国内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欧洲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节点，也对欧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脱欧前在欧美关系

中占据特殊地位，既是欧美沟通的重要桥梁，又能塑造欧盟发展方向以

契合美国利益。英国脱欧深刻改变了欧盟，推动其内部力量变化和政策

调整，也将改变欧美之间的互动方式，对欧美关系发展构成新的挑战。

百年变局下欧美关系正经历深刻调整，而英国脱欧也成为这一过程中的

重要内部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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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欧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特朗普执政时期以“美国优先”为

圭臬轻视欧美关系，拜登执政后则在大国竞争视角下力图重塑欧美关系，大

变局下欧美关系前景持续引发关注。美国内政变化及其对外战略调整对欧美

关系的影响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话题，但欧洲自身发展变化如何影响欧美

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探讨。英国脱欧是近年来欧洲内部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

分析英国脱欧如何重塑欧盟继而影响欧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说明的

是，尽管英国脱欧并非重塑欧洲的唯一变量，但由于英国在欧美之间的特殊

地位以及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刻冲击，使得英国脱欧对欧美关系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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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为显著。

一、英国在欧美关系中的特殊性

英国脱欧之所以成为影响欧美关系的重要事件，前提在于英国在欧美

关系中的特殊性。英国是欧洲大国和前世界帝国，与前殖民地美国有传统历

史文化纽带。二战结束后，失去世界霸权的英国，将维护英美特殊关系作为

维系大国地位的关键抓手。20世纪70年代，英国加入欧共体，此后其在欧洲

的影响力也与英美特殊关系互相增进，英国在欧美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就此形

成。这一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英美关系密切程度远超其他盟友

自1946年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讲中首提“特殊关系”以来，这一称号就

成为英美关系的代名词。尽管英美各自均有重要盟友，但即便在欧美同盟内

部，英美关系的密切程度也是其他欧洲国家难以企及的。

首先，英美拥有独一无二的情报与安全合作纽带。早在1946年美国就

与英国签订情报合作的《美英条约》，为“五眼联盟”奠基。据西方媒体

披露，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彼此重要数据库握有权限，

且互不监听对方政府，这与美国长期监听法国、德国等重要盟友形成鲜明

对比。[1]英国也是世界上分享美国核机密最多的国家，以1958年《美英互相

防务协定》和《英美北极星军售协定》为基石，英美共建有17个联合工作小

组，在涉及核武器的各领域有细致分工协同。2021年9月，美英与澳大利亚宣

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开展核潜艇合作。据媒体披露，正是英

国利用其在美国核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为这笔交易发挥中介作用。[2]在军事

[1]　David Whineray, “How Transatlantic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 Could Evolve After 
Brexit,” Carnegie Endowment, September 3, 2019,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09/03/how-
transatlantic-foreign-policy-cooperation-could-evolve-after-brexit-pub-79758. 

[2]　George Parker and Sabastian Payne, “AUKUS: How Transatlantic AlliesTurned on Each 
Other over China’s Indo-Pacific Threat,”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4, 2021, https://www.ft.com/
content/06f95e54-732e-4508-bc92-c3752904ba67.



87

英国脱欧对欧美关系的影响

交流领域，除北约框架内合作外，英美双边交流与合作也十分密切，两军定

期举行联合军演，互派军官授课，英军在美国本土的各司令部均派有大量参

谋人员，英国对美国军事战略制定的影响也高于美国其他任何盟友。[1]多年

来，英国投入部队参与第一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海外行

动，紧密跟随美国军事战略部署。

其次，英美经贸关系紧密，相互依存度高。投资是衡量两国经贸密切程

度的重要指标，而英美经贸关系核心在于投资。美国为英国最大的外资来源

地，2019年英国吸收美国直接投资（FDI）达到3816亿英镑，占英国吸收FDI

的24.5%，远超第二名荷兰的1672亿英镑。[2]英国仅次于日本,是美国第二大

外资来源地，2019年达到5050.9亿美元，远高于加拿大、荷兰、德国等国在

美投资。[3]在贸易领域，美国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英国为美国第五大

出口国，仅位于加拿大、墨西哥等近邻及中国之后。[4]

最后，相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也使英美政策趋同。依托于英美深厚

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

分别在国内推行“撒切尔主义”改革和“里根经济学”，英美共同主张自由

竞争、低税收、低监管、政府最小化、市场最大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形

成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理念和操作模式。[5]这一模式与

主要存在于欧洲大陆国家，推崇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适当调节、以社会

安全为保障的“莱茵模式”大相径庭。[6]正是因为英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类

[1]　海镜：《英美特殊防务关系三大支柱》，《解放军报》2021 年 2月 4日，第 11 版。

[2]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Statistics,” UK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December 
23, 2020, https://commonslibrary.parliament.uk/research-briefings/cbp-8534/.

[3]　“Countries with Highes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9,” Statista, June 24,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56713/leading-fdi-countries-usa/.

[4]　“Trade and Investment Core Statistics Book,”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pril 20, 2021,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
attachment_data/file/978496/Trade-and-Investment-Core-Statistics-Book-2021-04-20.pdf. 

[5]　Christopher J. Nock and Catherine Coron, “Post-Crisis Anglo-Saxon Capitalism,” 
Literature, History of Ideas, Images and Societies of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No. 2, 2015.

[6]　丁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的比较——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德、法和

英、美经济表现和成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 年第 4期，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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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两国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看法相近，英美得以在竞争政

策、国家补贴、产业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上观念趋同，而与法、德等欧洲大陆

国家有显著区别。

（二）英国脱欧前在欧盟有较大影响力

英国在欧盟内素有“不情愿的欧洲人”“尴尬的伙伴”之称，在货币

联盟、申根区、司法、内政等领域都获得诸多“例外权”，但这与英国在欧

盟强大的影响力和政策塑造力并不矛盾。有研究表明，1996—2008年，在经

济、安全等核心政策上英国国内偏好与欧盟政策走向有极高重合度，表明

英国塑造欧盟政策的能力较强。[1]英国的影响力来源于诸多客观因素。根据

2016年数据，英国占欧盟总人口的12.8%，[2]经济总量的16%，[3]防务支出的

27%，[4]这赋予了英国对欧盟决策的较大话语权。同样重要的是，英国代表欧

盟内部发展方向争论中的重要一派，并积极利用自身影响力塑造欧盟政策走

向，是诸多欧盟小国在欧盟政策塑造上倚赖的“非正式领导”。

撒切尔时代以来，历届英国政府对欧盟发展方向均保持较为一致的看法。

英国主张欧洲一体化以政府间的合作方式开展，对联邦主义倾向深怀警惕；

主张深化欧盟内部自由贸易区，降低政府干预，减小欧盟保护主义倾向；主

张欧洲防务以支持北约、为美国分担责任为目标等。[5] 历届英国政府均以此

为原则塑造欧盟政策，在欧盟经济、外交与防务等领域留下了深刻烙印。

在经济领域，英国在欧盟内积极推动经济自由主义改革，深化单一市场

[1]　Anand Menon and John-Paul Salter, “Britain’s Influence in the EU,”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Vol.236, May 2016, pp.7-13.

[2]　“EU Population up to Slightly over 510 Million at 1 January 2016,” Eurostat, July 8, 2016,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7553787/3-08072016-AP-EN.pdf/c4374d2a-622f-
4770-a287-10a09b3001b6#:~:text=On%201%20January%202016%2C%20the,million%20on%20
1%20January%202015.

[3]　“Share of Member States in EU GDP,” Eurostat, April 10, 2017, https://ec.europa.eu/
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DDN-20170410-1.

[4]　“How Much is Spent on Defence in the EU?,” Eurostat, June 7, 2017, https://ec.europa.eu/
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EDN-20170607-1.

[5]　Margaret Thatcher, “Speech to the College of Europe,” Thatcher Archive, September 20, 
1988,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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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指派前内阁大臣科克菲尔德担任欧委会单

一市场委员。1985年科克菲尔德撰写了著名的《完善内部市场》白皮书，提

出近300项措施，为建立真正的内部大市场制定了明确路线图。撒切尔本人

也在《单一欧洲文件》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撒切尔之后的英国政府

也常与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共同倡导欧盟经济自由主义方向，完善单一市

场。[2]2014年英国还成功争取到欧盟金融稳定和监管委员这一重要职位，以

推动欧洲资本市场自由化。[3]

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英国也有极大的塑造力。20世纪90年代，欧

盟内部在东扩问题上存在不同声音。相对于德法的谨慎态度，英国积极支

持东扩，最终在1998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东扩进程正式

开启。[4]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上，英国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科索沃危机爆发后，英国决心投入欧洲防务建设。1998年12月，法国总

统希拉克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发表《圣马洛宣言》，为欧盟共同安全与防

务政策奠定基础。但此后由于英国担心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会威胁北约

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又多次否决相关合作倡议，致使欧盟防务合

作多年来未能取得有效进展。

（三）英国在调解欧美分歧上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由于英美在诸多问题上看法一致，英国在欧盟推动的政策往往符合美国

[1]　Helene Von Bismarck, “Margaret Thatcher: the Critical Architec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UK in a Changing Europe, May 4, 2016, https://ukandeu.ac.uk/margaret-thatcher-the-critical-architect-
of-european-integration/.  

[2]　David Henig, “Sweden, UK and the EU: Managing Post-Brexit Relations and Defining a 
New Agenda for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27, 2019, https://ecip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ECI_18_UK-TradePolicy_1-2019_
LY03.pdf. 

[3]　Bruno Waterfield, “Lord Hill Wins Financial Services Post in New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Telegraph,  September 9, 2014,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
europe/eu/11086631/Lord-Hill-wins-financial-services-post-in-new-European-Commission.html.

[4]　Charles Grant, “Europe’s Blurred Boundaries,”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October 2, 
2006, https://www.cer.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ttachments/pdf/2011/p_696_boundaries_
grant_29-8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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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在军费问题上，英国是为数不多的军费开支占GDP比例达到2%的欧洲国

家，在美国的欧洲盟友中发挥了表率作用，英国也在其主办的2014年北约峰

会上推动设立了10年内北约成员国将军费开支逐步增加至占GDP2%的“北约标

准”。在欧洲防务问题上，美国对欧盟的军事一体化倡议心怀戒备，而英国

也认同北约为欧洲安全的首要提供者，多次阻挠欧盟构建欧洲安全和防务认

同的努力，维护了美国关切。

在经贸问题上，英国与欧盟虽然在空客补贴、欧盟香蕉进口等欧美分歧

问题上立场一致，但英国支持的争端解决方式对美国有利。英美也联手阻碍

了欧委会推进“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这一监管机制。[1]奥巴马执政期

间力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英国在欧盟内部积极游

说，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

此外，英国能协调欧美立场，推动欧美在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英

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选择与美国并肩作战，避免欧盟形成共同反对美国的立

场。[3]“9·11”事件之后，英国斡旋欧洲国家启动《北大西洋公约》第五

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首相布朗在欧洲各国进行穿梭外交，

推动欧洲国家与美国在2009年G20峰会上达成一致的财政刺激方案。[4]

以上回顾表明，英国在脱欧前能有效帮助欧美沟通，并确保欧盟政策发

展不与美国利益冲突。从肯尼迪到奥巴马，美国一直支持甚至要求英国在欧

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就是因为英国在欧盟内能够照顾美国关切、

维护欧美关系。

[1]　Michael Calingaert,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Economic and Business Aspects: American 
Perspective,” Europe: Financial Crisis and Security Issues, 2006, p.199.

[2]　David Henig, “Sweden, UK and the EU: Managing Post-Brexit Relations and Defining a 
New Agenda for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3]　Tomas Valasek, “Europe in the US-UK Special Relationship,”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August 2, 2007, https://www.cer.eu/insights/europe-us-uk-special-relationship.

[4]　Philip Gannon, “The Bridge that Blair Built: David Cameron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British Politics, No.2, 2014, pp.21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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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脱欧推动欧盟重塑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作出脱欧这一历史性决定，2020

年1月31日，英国正式退出欧盟。英国脱欧既是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的结

果，也是欧盟多重危机“后遗症”的产物，[1]是内因与外因、历史与现实共

同作用的结果。英国脱欧极大地影响了欧盟，笃信欧洲“日益紧密的联盟”

的欧盟执政精英受到巨大心理冲击，而欧盟的未来发展也将由于失去英国的

贡献和参与而与过去大不相同。总的来看，英国脱欧主要在以下三方面推动

了欧盟重塑：

（一）欧盟内部力量结构发生改变

从人口、经济和影响力等诸多指标看，英国都是欧洲大国，在欧盟决策

中有重要发言权，在欧盟内外政策上代表鲜明立场，是欧盟内部多个非正式

联盟的“领导者”。英国脱欧打破了欧盟原有的力量格局。

一是欧盟内部“大西洋主义”力量被削弱。欧盟内部一直存在“大西洋

主义”和“欧洲主义”的分野，前者支持欧美合作的跨大西洋联盟，而后者

将欧洲一体化视为欧洲前途所在，“戴高乐主义”即为“欧洲主义”的形式

之一。尽管两种政策路线并不截然对立，且不同程度存在于每个欧盟国家，

但欧盟各国仍有“大西洋主义”国家与“欧洲主义”国家的区别。前者典型

代表包括英国、丹麦以及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国家等2004年后新入盟的国

家，而“欧洲主义”国家典型代表为法国，德国虽有浓厚“大西洋主义”传

统，却也是“欧洲主义”的扛旗者。“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国家有

明显政策分歧。如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伊拉克战争时期，15个欧盟国家中

只有8个支持美国，德法则提出不同于美国的“欧洲立场”；在经贸政策上，

“大西洋主义”国家也对欧美TTIP更为支持。[2]英国是欧盟内“大西洋主

义”最深厚的国家，戴高乐就曾以此为由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同时英国也

[1]　金玲：《英国脱欧：原因、影响及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 4期，第24页。

[2]　Aleksandra Sojka, Jorge Díaz-Lanchas and Federico Steinberg, “The Politicization of 
Transatlantic Trade in Europe: Explaining Inconsistent Preferences Regarding Free Trade and the 
TTIP,”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https://ec.europa.eu/jrc/sites/jrcsh/files/jrc1178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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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大西洋主义”国家的重要盟友与伙伴。英国脱欧大大削弱了欧盟内

“大西洋主义”一派的力量。

二是欧盟内经济自由主义力量下降。欧盟内部存在经济自由主义派和保

护主义派，前者主张市场开放、反对过度监管，以德国、英国、荷兰、丹麦

等国家为代表；后者对市场采取保护态度，以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

为代表。英国脱欧使经济自由主义国家人口占比从35%缩小到26%，使其失去

了在理事会“有效多数投票机制”中所需的35%人口门槛，而“地中海俱乐

部”国家（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人口占比从25%增加到了

44%，仅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人口占比就从34%增加到了39%，可以更灵活

地在理事会投票中构建联盟，使得倾向于经济干预主义、积极产业政策的国

家对欧盟政策的塑造力加大。[1]尽管欧盟其他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对此有所反

应，如组建“汉萨联盟”[2]“节俭四国”[3]等新的非正式联盟，荷兰也表示

要做欧盟经济自由主义国家的召集者，实际上这些国家的GDP只占欧盟五分之

一，难以弥补英国离去的影响。[4]

三是法国与德国在欧盟影响力进一步强化。法德合作是欧洲一体化的

肇始，两国的联合领导也为欧洲一体化提供持久动力。[5]但20世纪70年代英

国加入欧共体后有力地平衡了“法德轴心”，避免法德过度主导欧盟发展方

向，成为其他欧盟小国在欧盟政策制定中依赖的重要盟友。[6]英国脱欧公投

[1]　Ulrich Krotz and Joachim Schild, “Back to the Future? Franco-German Bilateralism in 
Europe’s Post-Brexit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5, No.8, 2018, pp.1174-1193. 

[2]　Daniel F. Schulz and Thomas Henökl, “New Alliances in Post-Brexit Europe: Does the 
New Hanseatic League Revive Nordic Political Cooperation?,”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Vol. 8, No. 
4, 2020, pp.78-88.  

[3]　Pepijn Bergsen, “The Frugal Four exhibit a British attitude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LSE Blog, June 23, 2020, https://blogs.lse.ac.uk/brexit/2020/06/23/the-frugal-four-exhibit-a-british-
attitude-to-european-integration/.

[4]　“A Daunting Task for the EU’ s Economic Liberals,” Financial Times , April 12,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f30fadea-3d79-11e8-b7e0-52972418fec4.

[5]　Emmanuel Mourlon-Druol, “Rethinking Franco-German Relation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ruegel, November 2017, https://www.bruegel.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PC-29-2017.pdf. 

[6]　Charles P. Ries, “Will Brexit Change the European Union?,” National Interest, August 2,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ill-brexit-change-european-union-16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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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英国影响力急剧下降，意大利、波兰等潜在大国各有内部问题，难以取

代英国地位，法德影响力增强，特别是2017年马克龙当选、默克尔连任后，

这一态势更加明显。尽管法德力量不对称，在欧盟改革问题上也有分歧，

但近年来，在英欧谈判、产业政策倡议、新冠疫情复苏基金等问题上，“法

德轴心”已成为欧盟维护团结、应对危机、驱动议程的关键力量。此外，在

欧洲外交、安全与防务等领域，法德维护欧洲战略利益的立场也逐步走近。

2019年1月法德签署《亚琛条约》深化两国外交、防务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

并共同发布非正式文件，呼吁举办“欧洲未来大会”，讨论如何让欧盟在一

系列挑战中“更团结、更主权”。

英国脱欧给欧盟内部力量结构带来的变化，即“欧洲主义”势力上升、

经济自由主义力量被削弱、“法德轴心”增强，均在欧盟经济治理及外交安

全政策的调整中有所体现，预示着一个经济上更趋向保护主义、战略上自主

性更强的欧盟。

（二）欧盟经济政策更趋向干预与保护

英国脱欧是欧盟成员国疑欧主义的重大突破，也是欧洲一体化的首次倒

退，因此欧盟将此视为“生存危机”。[1]在深重的危机感下，欧盟对英国脱

欧根源以及欧洲一体化未来方向进行了规模较大、程度较深的反思。[2]总的

来看，欧盟将英国脱欧归因于反全球化力量、将欧盟责任归结为对全球化负

面效应应对不力。英国脱欧公投后，欧盟各国政要发表的评论均指向此处。

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柯斯达称欧盟没能监管全球化，是欧盟最大的失败。

意大利前总理恩里克·莱塔、德国联邦银行总裁延斯·魏德曼都称欧盟已成

[1]　“State of the Union 2016,” European Commission, September 14, 2016, https://ec.europa.
eu/info/priorities/state-union-speeches/state-union-2016_en. 

[2]　这些活动包括 2016 年 6 月的欧盟 27 国非正式会议、2016 年 9 月的布拉提斯拉发峰

会并发布《布拉提斯拉发路线图》、2017 年纪念《罗马条约》签署 60 周年的罗马峰会等。欧

盟委员会也出台一系列报告，旨在开启内部辩论，包括 2017 年 3 月欧委会发布的《关于欧洲

未来的白皮书》，被视为设计脱欧后的欧盟未来的重要头脑风暴，此外还有 2017 年 5 月和 6

月发布的《关于增强欧洲社会层面的反思文件》《增强全球化反思文件》《关于深化经济与

货币联盟的反思文件》《欧洲防务未来的反思文件》《欧洲财政未来的反思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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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化的“特洛伊木马”。[1]欧盟在英国脱欧公投后发布的《增强全球化

反思文件》等文件中表示，欧盟需要对症下药，改善经济治理方式，在全球

化浪潮中更好保护欧洲民众和欧盟利益。[2]

欧盟对英国脱欧的反思结果是，欧盟进一步认识到为了维护欧洲一体化

成果和欧洲制度吸引力，需要更有力地保护其经济治理模式，维护其在全球

化中的利益。这一认识增强了欧盟调整经济治理模式的理论依据，此后欧盟

采取了诸多措施推进这一目标。

从内部经济治理看，欧盟采取了保护主义色彩更浓、干预性更强的做

法。近年来，欧盟先后推出《产业政策》《绿色新政》，意图以绿色和数字

为抓手，维护欧盟产业竞争力。欧盟升级了包括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在内的

贸易防御规则，使欧盟能对倾销产品征收更高关税。[3]欧盟建立了外商投资

审查体系，加强对欧洲战略资产的保护。在数字及下一代技术领域，欧盟也

综合运用一系列手段，加大政府干预力度，为欧洲企业争取成长空间。如欧

盟推出《数字市场法案》《数字服务法案》，对谷歌等企业开出天价罚单，

以公平竞争为名保护欧洲企业,批准了电池等领域的“欧洲共同利益重要计

划”。欧盟还提出碳边境税等政策，以阻止环保标准较低国家的企业获得对

欧盟企业的竞争优势。[4]

在外部，欧盟开展更为积极的经济外交，意欲推动全球化经贸规则重

塑以维护欧洲经济模式。在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中，欧盟更加强调“公平竞

争”（level playing field），要求“对等”。欧盟借助其作为世界最大贸

易集团的地位，提出要在数字、贸易等领域更新国际规则，填补规则漏洞。

[1]　Eszter Zalan, “EU Must Protect its Citizens,” Euobserver, August 2, 2016, https://euobserver.
com/institutional/134546. 

[2]　“Reflection Paper on Harnessing Globaliz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May 17, 2017,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reflection-paper-harnessing-globalisation_en.

[3]　Guillaume Van der Loo and Michael Hahn, “EU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since the 
Treaty of Lisbon,”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October 11, 2020, https://www.ceps.eu/ceps-
publications/eu-trade-and-investment-policy-since-the-treaty-of-lisbon/. 

[4]　Kate Abnett, “EU Considers Tax, Emissions Trading for Carbon Border Plan,” Reuters, 
July 23,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limate-change-eu-carbon/eu-considers-tax-
emissions-trading-for-carbon-border-plan-idUSKCN24O1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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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欧盟继续拓展对外贸易模式，在双边贸易协定中推广自身标准。[1]欧

盟加快了自贸协定的谈判和签署进程，与日本、越南、新加坡及南方共同市

场等达成了自贸协定，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智利等国开启谈判，与墨西哥

更新了协议，与中国完成了投资协定谈判。

 (三)欧盟防务一体化取得进展

英国脱欧对欧盟安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欧盟整体防务能力因英国脱欧

受损。英国是欧洲传统军事强国和核武器国家，与法国是欧洲仅有的两个接

近全谱系军事力量的国家，在情报、反恐、冲突预防等领域资源丰富，脱欧

前英国国防开支约占欧盟28国的四分之一，军队人数占十分之一。[2]英国的

军事资源是欧盟发挥影响力的重要依托，如英国参加了马里军事能力训练任

务和索马里军事训练任务等多项欧盟军事行动，担任欧盟在非洲之角“亚特

兰大行动”的总指挥。

但更重要的是，英国脱欧对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产生了直

接刺激。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盟外部安全形势恶化，特朗普执政后对北约及欧

洲安全承诺松动，这些因素迫使欧盟重新思考其安全政策。2016年6月发布的

《欧盟全球战略》首提战略自主，称“合适程度的雄心和战略自主对欧盟在

其边境内外提升和平与安全很重要”。英国脱欧为欧盟重新激活共同安全与

防务政策解除了一大障碍，欧盟向战略自主迈出重要一步。 

尽管不同欧盟成员国对战略自主的理解仍有差别，但从安全和防务领域

看，基本共识是指在美国不在场的情况下欧盟“在必要时拥有自主行动的能

力”。[3]由于英国长期将欧洲防务与跨大西洋关系视为零和博弈，一直限制

CSDP发挥作用，不仅阻碍CSDP自主执行军事行动,[4]也反对提高欧洲防务机构

[1]　Ferdi De Ville and Gabriel Siles-Brügge, “The Impact of Brexit on EU Trade Policy,”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Vol.7, No. 3, 2019, pp. 7-18.

[2]　Sven Biscop, “Brexit, Strategy and the EU: Britain takes leave,” Egmont, January 31, 
2018, https://www.egmontinstitute.be/brexit-strategy-and-the-eu-britain-takes-leave/.

[3]　Sven Biscop,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the Right Level of Ambition,” Encompass, 
September, 2016, https://encompass-europe.com/comment/european-strategic-autonomy-the-right-
level-of-ambition.

[4]　Sven Biscop, “The UK and European Defence: Leading or Leav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8, No.6, 2012, pp.1297-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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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算。[1]

英国脱欧后，欧盟防务一体化开始加速。2016年9月，英国脱欧公投后

欧盟第一次非正式峰会深入讨论“组建永久性欧盟军事指挥部”等防务一体

化路线图问题，呼吁成立“欧洲防务联盟”，组建欧盟联合军队和欧盟军事

司令部等。2017年12月，欧盟25个成员国签署联合协议，建立“永久结构性

合作机制”（PESCO）框架，鼓励各成员国发展共同防务能力。欧盟委员会成

立了欧洲防务基金（EDF），欧盟2021年至2027年多年期财政框架为EDF拨款

70亿欧元以资助共同研究和采购计划，设置了防务产业和空间总司监管防务

产业行动。2017年欧盟发起“年度协同防务评估”（CARD），以协调成员国

防务投资填补欧洲军事能力缺陷。欧盟还投资了15亿欧元提升军事机动性，

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让欧盟军队可以快速过境。此外，成员国也在就欧洲和平

机制（EPF）进行磋商，该机制将帮助成员国采取共同行动，使欧盟能为外国

军队提供武器。[2]

除能力建设之外，欧洲国家也在集体部署和战略文化上作出努力。2017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了“欧洲干预倡议”,目的是推动形成欧洲共同战略

观，提高欧洲国家通过北约、欧盟及“意愿联盟”等形式联合部署的能力。

2020年下半年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欧盟发起“战略指南针”项

目，目标是对欧盟威胁和回应方式形成共同认知，预计在2022年法国担任轮

值主席国期间公布。“战略指南针”有望为欧盟未来行动提供切实的战略指

引，为欧盟防务合作提供更为清晰的政治指引。[3]

尽管欧盟防务领域战略自主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不能否认英国脱欧后欧

盟已取得CARD、EDF、PESCO等具体进展，这些机制若能被充分利用，将成为

[1]　Ulrich Krotz and Joachim Schild, “Back to the Future? Franco-German Bilateralism in 
Europe’s Post-Brexit Union”.

[2]　Sophia Besch and Luigi Scazzieri,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and a New Transatlantic 
Bargai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December 11, 2020, https://www.cer.eu/publications/archive/
policy-brief/2020/european-strategic-autonomy-and-new-transatlantic-bargain. 

[3]　Niklas Nováky, “The Strategic Compass Charting a New Course for the EU’s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 Wilfried Marten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December 2020, https://www.
martenscentre.eu/wp-content/uploads/2020/12/CES_POLICY-BRIEF_TheStrategicCompass-V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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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国家集体发展能力的平台，也是欧盟向战略自主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

三、英国脱欧对欧美关系的挑战

由于英国在欧美之间长期发挥特殊作用，英国脱欧将显著影响欧美传统

互动方式；英国脱欧是欧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欧盟在此刺激下作出了

巨大政策调整，其影响也将外溢至欧美的合作与协调。总的来看，英国脱欧

对欧美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欧美经贸政策协调难度加大

英国脱欧推动欧盟以保护主义色彩更浓、干预性更强的方式抵御全球化

的负面效应。这与美国的转变类似，美国人在全球化中的“被剥夺感”是特

朗普胜选的重要推动力。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经贸政策也大行保护主义，

攻击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经贸规则。拜登政府也难改“经济民族主义”的

政策底色，[1]提出“中产阶级外交”理念，显著调低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多

次强调要弥补美国工人，推进“买美国货”新政。内部趋保护、外部趋强势

的欧盟，[2]与“经济民族主义”美国对撞明显，欧美在经贸领域竞争和冲突

面上升，为其经贸政策协调制造更多障碍。

从内部摩擦上看，欧美在农产品、空客/波音补贴案等问题上的传统分

歧仍复杂难解。特朗普执政期间将欧盟视为“敌手”，称“欧盟的组建就是

为了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与欧盟展开针锋相对的关税战。拜登上台后虽

有意缓解与欧盟的经贸冲突，如在2021年6月的欧盟—美国峰会上同意暂停5

年实施波音—空客争端关税、在2021年10月的G20峰会期间就钢铝关税达成

协议，但均因国内利益集团阻力，仅达成“休战”而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欧

美传统经贸摩擦的核心在于双方在政府补贴、监管标准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

歧，而欧美保护主义同时上升更不利于双方化解矛盾。

[1]　James Traub, “Biden Is Getting Ready to Bury Neoliberalism,” Foreign Policy, August 27,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8/27/biden-is-getting-ready-to-bury-neoliberalism/. 

[2]　金玲：《欧美关系重塑：构建从盟友到伙伴的新平衡》，《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

第 2期，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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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欧盟在经济治理领域采取新的干预与保护措施，也在一定程度

上加大欧美抵牾。近年来，欧盟的产业政策、法德推动的欧洲“冠军产业”

倡议均引起美国的疑虑和不满。[1]在数字领域，欧盟在隐私保护、市场监管

等领域加强了立法和行政手段，美国科技巨头受到较大影响，美国认为欧盟

有意打击其互联网商业模式。[2]特朗普执政期间，美欧在数字领域已有多次

交锋，拜登执政后欧美气氛有所缓和，但欧洲对在数字时代日益沦为美国科

技巨头“数据殖民地”、丧失自身竞争力的忧虑恐难消除，欧美仍将在数字

税、隐私权等问题上继续博弈。[3]

上述分歧均为欧美联手“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制造了障碍。欧美都在

不同场合表示，希望采取措施“更新国际经贸规则”，以“纠正中国不公平

经贸行为”，限制中国在数字、科技、绿色经济等新领域获得更大规则制定

权。特朗普执政时期主要采取单边做法，而拜登就任后欧美已达成原则性共

识，要携手推动全球经贸规则重塑。[4]然而，欧美在经济治理上的分歧和矛

盾为二者联手制造了障碍。如法德共同推动欧洲产业战略，加剧了欧盟与美

日在WTO产业补贴规则上的讨论难度，美欧日三边讨论也因此一度停滞。[5]欧

美钢铝争端也影响了其利用WTO补贴规则施压其他国家的产能过剩问题。[6]欧

[1]　Adam S. Posen, “Rebuilding the Global Econom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ebruary 2021,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iie-briefings/rebuilding-global-
economy. 

[2]　Kati Suominen, “On the Rise: Europe’s Competition Policy Challenges to Technology 
Compani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26, 2020, https://www.csis.org/
analysis/rise-europes-competition-policy-challenges-technology-companies. 

[3]　Tara Varma and Jeremy Shapiro, “The European Offers America Cannot Refuse,” War on 
Rocks, November  2020,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11/the-european-offers-america-cannot-
refuse/. 

[4]　Mark Linscott, “For WTO Reform, Most Roads Lead to China. But Do the Solutions Lead 
away?,” Atlantic Council, March 17, 2021,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for-
wto-reform-most-roads-lead-to-china-but-do-the-solutions-lead-away/. 

[5]　Marianne Schneider-Petsinger, “Reform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rospects for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and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Chatham House, September 2020, https://
www.chathamhouse.org/2020/09/reforming-world-trade-organization/07-challenges-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6]　Adam S. Posen, “Rebuilding the Glob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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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坚持“监管超级大国”的定位也影响其与美国在绿色经济、科技、数字等

领域的监管标准合作，限制二者联手推动国际标准制定。因此，尽管欧美有

心共同重塑经贸规则，但双方经贸合作现状使联手说易行难。

此外，欧盟也不愿被动等待美国的合作倡议，仍将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

贸博弈和规则塑造。2020年底,在拜登团队已明确表示反对中欧投资协定、要

与欧盟一起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背景下，欧盟仍与中国如期完成投资

协定谈判，表明了欧盟态度。

（二）欧美安全关系内部挑战增多

欧美关系的核心纽带是以北约为基石的安全关系。近年来，尽管北约在

行动层面依旧活跃，但内在张力已持续显现。美国历届政府对欧洲责任分担

的不满演变成特朗普任内对北约的大肆抨击。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松动的怀

疑促使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北约“脑死亡”。在这一背景下，英国这一欧洲

安全大国脱离欧盟轨道，而欧盟借此机会以战略自主为目标提升欧盟防务建

设，也将加大欧美安全关系业已存在的内部挑战。

英国脱欧首先加剧了北约内部欧美能力与资源的不对称。英国脱欧后，

非欧盟的北约成员承担北约80%的军费，[1]仅有唯一一个欧盟成员国指挥北约

营，这使得非欧盟的成员国在北约军事指挥上占据绝对优势。[2]英国脱欧也

使北约与欧盟关系更趋复杂。尽管冷战时期欧盟与北约分工明确，但随着欧

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逐渐成型，北约与欧盟开始出现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复

杂关系。[3]

英国曾是北约与欧盟进行有效沟通与协调的重要渠道，近年来欧盟与北

约在国际事务中的同步协调，如2018年4月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北约框架下对

叙利亚发动空袭，欧盟对此背书，英国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英国脱欧使欧

[1]　Naz Gocek, “Brexit Impact on NATO and European Security,” NATO, April 8, 2019, 
https://natoassociation.ca/brexits-impact-on-nato-and-european-security/. 

[2]　Jamie Shea, “European Defence After Brexit: A Plus or a Minus?,” European View, 
Vol.19, No.1, 2020, pp. 88-94.

[3]　Robert E. Hunter,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NATO’s Companion or 
Competitor?,” RAND Corporation, 2002, https://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463.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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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与北约在成员上失去了一重大联结，欧盟与北约协调能力将受到削弱，也

将加大未来欧盟与北约的合作难度。[1]此外，英国脱欧也使“欧盟安全”与

“欧洲安全”的分野更加明显。北约现阶段仍是欧洲安全的核心，但英国脱

欧后欧盟“两边下注”的趋势较为明显，在号召加强与北约合作的同时也加

大了防务一体化建设，[2]而欧盟战略自主的呼声在阿富汗撤军以及AUKUS协议

公布后进一步上升。[3]

这将加大欧美安全关系的内在挑战。美国虽希望欧盟国家提升防务能

力，承担安全责任，但一直将欧盟防务和北约视为零和博弈，对欧盟防务合

作深怀戒心。[4]美国不希望欧盟防务与北约已有机制重叠，抢夺北约资源，

反对欧盟以防务合作为名保护欧洲军工产业，为美国出口制造障碍，也不会

接受美国的联盟领导力受削弱。[5]这些内部矛盾在特朗普时期表现得较为显

著。2019年5月，美国国防部助理防长在给欧盟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

的信中将欧盟防务称为跨大西洋关系的“毒药”。[6]

拜登执政后虽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对欧盟防务的表态，为平复欧盟对

AUKUS不满，拜登甚至口头表示“认可欧盟防务的重要性”，[7]同意召开欧

[1]　Nele Marianne Ewers-Peters, “Brexit’s Implications for EU-NATO Cooperation: 
Transatlantic Bridge No Mor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3, 
No.4, 2020, pp. 576–592.

[2]　Maria Eleni Kopp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SDP and NATO after Brexit and the EU 
Global Strategy,”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Progressive Studies, April 2019, https://www.feps-europe.
eu/attachments/content/relationship_cspd_nato_after_brexit.pdf. 

[3]　Zachary Paikin, “AUKUS and the Strategic Compass Towards a European ‘Third way’ 
in the Indo-Pacific?,”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December 2, 2021, https://www.ceps.eu/
aukus-and-the-strategic-compass/. 

[4]　Sven Biscop, “The Future of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Not Without the European Union,”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14, No.3, 2020, pp. 81-94. 

[5]　Sven Biscop, “Come on, Biden, Let’s Talk!, ”Egmont Institute, October 13, 2021 https://
www.egmontinstitute.be/40384-2/. 

[6]　Guy Chazan and Michael Peel, “US Warns Against European Joint Military Project,” 
Financial Times, May 15,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ad16ce08-763b-11e9-bbad-
7c18c0ea0201.

[7]　Daniel Kochis, “Did Joe Biden Just Give a Green Light to an EU Arm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September 27, 2021, https://www.heritage.org/europe/commentary/did-joe-biden-just-
give-green-light-eu-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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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美国安全与防务对话，但美欧安全关系的内在挑战恐难轻易消除。小布

什等美国总统也曾对欧盟防务有支持性表态，但在行动中仍然加以反对。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提出的欧盟和北约防务分工的“不脱离”“不重

叠”“不歧视”的“3D”原则仍是美国军政各界主流观点。2021年9月，北约

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再度警告欧盟防务不能与北约重叠。[1]更重要的是，在

大国竞争时代，北约在欧洲安全的主导地位将是美国争取欧洲配合其全球战

略的最关键筹码。[2]美国维护北约在欧洲安全的主导地位是为了维持对欧洲

的领导力和控制力，而欧盟推动防务一体化则是为了追求战略自主，二者存

在深刻矛盾。

（三）客观上要求美国加大对欧洲盟友体系的投入 

对于美国来说，欧美关系的本质是管理和维护其欧洲盟友体系，包括军

事合作、成本分摊、调解盟友内部矛盾等事务，更重要的是要促使盟友在大

多数国际和地区事务上与美国保持政策一致，配合美国国际战略。[3]管理盟

友体系是美国历届政府的重要命题和难题，对于拜登政府而言也是如此。

拜登政府将盟友体系视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提出“更新

盟友体系”“同盟体系现代化”等目标。欧洲是拜登政府最看重的盟友，美

国要求欧洲在经贸、科技、对华政策等问题上与美协调一致，以“增强西方

整体对华竞争的战略地位”，[4] 这就给美国管理欧洲盟友体系设定了更高目

标。[5]

[1]　Jacopo Barigazzi, “Stoltenberg: European Allies were Consulted over Afghanistan,” 
Politico Europe, September 11, 2021,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afghanistan-europe-nato-
stoltenberg-allies-consulted/. 

[2]　Stephen M. Walt, “Exactly How Helpless Is Europe?,” Foreign Policy, May 21,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5/21/exactly-how-helpless-is-europe/. 

[3]　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外交评论》2014 年第 6 期，第

90-106 页。 

[4]　A Wess Mitchell, “Biden Team’s Embrace of Europe Falls Short on Content,” Foreign 
Policy, March 31,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31/biden-blinken-europe-trans-atlantic-
alliance-nato-china-russia-strategy/. 

[5]　Katrina Mulligan, Jordan Link and Laura Edwards, “The Road to a Successful China 
Policy Runs Through Europe,” War on Rocks, December 2020，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11/
the-road-to-a-successful-china-policy-runs-through-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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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对此提出了新的挑战。英国曾为美国管理欧洲盟友体系提供了

最多帮助。脱欧前英国利用其在欧盟内的有利地位，向美国解释欧盟复杂的

运作体系，识别欧盟内可能影响美国利益的政策，在欧盟内召集支持美国的

力量，阻止美国反对的政策。尽管美国与欧盟及欧洲各国均有畅通对话与合

作渠道，但英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美国在欧盟最信赖和最有效的支持

者。

但脱欧使英国失去正式的欧盟决策权，且因其选择“硬脱欧”模式，也

不愿在外交、安全事务上与欧盟建立机制化联系，限制其从外部对欧盟发挥

影响力的空间。[1]此外，英国脱欧也使英欧关系严重受损，脱欧谈判四年中

双方多次互相攻讦，极大损耗了好感与信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英欧展开

疫苗争夺战，继续在脱欧协议执行问题上争执不下，甚至还在2021年6月的G7

峰会上公开不和。英国在欧盟影响力的急剧萎缩不仅连带使美国对欧盟的影

响力和塑造力受损，英欧因脱欧产生的矛盾与敌意也给美国整合欧洲盟友制

造新的麻烦。从欧盟的角度看，英国脱欧后欧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将要求欧

美之间形成更平衡和对称的伙伴关系。[2]但是从美国的角度看，这无疑提高

了美国管理欧洲盟友体系的成本。

美国战略界较早就意识到英国脱欧将给美国管理跨大西洋联盟带来挑

战。公投前后就有多位美国政要以各种方式表示英国脱欧是对美国战略利益

的挑战。[3]2019年、2020年美国国会还因北爱尔兰边境问题就英欧谈判公开

表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认为英美双边关系与英国在欧

洲的作用对美国价值几乎等量，因此英国脱欧对美国高度不利。[4]美国布鲁

[1]　Alice Billon-Galland and Richard G. Whitman, “Towards a Strategic Agenda for the E3,” 
Chatham House, April 2021,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4/towards-strategic-agenda-e3. 

[2]　A Wess Mitchell, “Biden Team’s Embrace of Europe Falls Short on Content,” Foreign 
Policy, March 31,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31/biden-blinken-europe-trans-atlantic-
alliance-nato-china-russia-strategy/. 

[3]　Katrina Mulligan, Jordan Link and Laura Edwards, “The Road to a Successful China 
Policy Runs Through Europe”.

[4]　Alice Billon-Galland and Richard G. Whitman, “Towards a Strategic Agenda for the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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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学会学者托马斯·莱特也认为英国脱欧的结果对美国有战略性意义，美

国绝不能接受英国在恶化英欧关系的情况下脱欧。[1]

为弥补英国脱欧给美国管理欧洲盟友体系带来的损失，美国将在一定程

度上加大对欧洲盟友体系的投入，调整其管理欧洲盟友体系的姿态。首先，

美国将不得不卷入欧洲内部事务，出手调解英欧矛盾，避免英欧分歧加剧。

2021年6月，英欧再次因为脱欧协议执行问题争执不下，拜登政府出面干预，

对英国政府施加影响，避免英欧矛盾升级。[2]其次，为填补美国因英国离去

而损失的欧盟影响力，美国也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与欧盟机构以及各成员国接

触。近年来，美国显著增强与法德的对话，加强与波罗的海国家、中东欧国

家等欧盟内部区域的联系，以获取欧盟信息、塑造对美国有利的欧盟政策。

更重要的是，由于英国这一重要的欧洲科技、经济大国游离在欧盟框架之

外，而拜登政府试图整合跨大西洋联盟在经济、科技领域的资源，以配合其

大国竞争战略，已有美国智囊建议美国政府构建新的欧美对话与合作机制，

将英国囊括在内，与欧洲盟友实现有效的多领域协调。[3]

总的来看，英国脱欧给欧美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客观上要求美国加大对

欧洲盟友体系的投入，以维护美国在欧美关系中的领导地位。基辛格就认为

英国脱欧后“欧美关系需要适应全新的世界”，[4]美国应该将英国脱欧这一

“挫折”转变为改革对欧洲领导方式的机遇。[5]大变局下欧美关系调整本不

[1]　Sven Biscop, “The Future of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Not Without the European Union,”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14, No.3, 2020, pp.81-94. 

[2]　A Wess Mitchell, “Biden Team’s Embrace of Europe Falls Short on Content,” Foreign 
Policy, March 31,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31/biden-blinken-europe-trans-atlantic-
alliance-nato-china-russia-strategy/. 

[3]　Charles P. Ries, Marco Hafner, Troy D. Smith, Frances G. Burwell, Daniel Egel, Eugeniu 
Han, Martin Stepanek and Howard J. Shatz, “After Brexit, Alternate Forms of Brexi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K, the EU and the US,” RAND Corporation, December 2017, https://www.rand.
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200.html. 

[4]　Patrick Wintour, “Henry Kissinger Says Brexit will Bring Britain Closer to the US,” The 
Guardian, June 27,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7/jun/27/henry-kissinger-says-
brexit-will-bring-britain-closer-to-the-us. 

[5]　Henry A. Kissinger, “Out of the Brexit Turmoil: Opportunit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8, 20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out-of-the-brexit-turmoil-opportunity-146715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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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英国脱欧也为这一关系的演变增添了新的变量。

四、结语

英国脱欧是近年来发生在西方联盟内部的重大事件，不仅重塑了欧盟，

也给欧美关系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大变局下欧美关

系调整的复杂性。尽管欧美关系以安全、经贸、价值观为支撑的基本架构依

然具有相当大的韧性，但其内部复杂的矛盾与博弈仍将在一定程度限制其协

调力度，阻碍美国从大国竞争视角出发重新改造欧美联盟。拜登虽声称重视

欧洲盟友，但执政一年来欧美关系已因美国撤军阿富汗、建立AUKUS等接连受

到打击。这也再次证明，欧美均在大变局下重新定位自身利益、调整内部治

理与对外战略，欧美关系将在多重变量作用下、在两者互动中重新调整。

从中国的角度看，仍需客观看待跨大西洋关系中欧美的同与异、欧美

同盟的牢固性和局限性。一方面，拜登政府将加大力量拉拢欧洲支持其对华

战略挤压。近年来欧洲对华疑虑也在上升，将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

欧洲内部也存在迎合美国的势力与声音，欧洲一定程度配合美国反华制华恐

难避免。另一方面，欧美关系内部矛盾和欧美异质性也决定了欧美涉华协调

的内部难度和局限。面对美方欲借助欧洲盟友增大其对华竞争中的声势和筹

码，中国仍应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以实际行动做

大新形势下中欧互利合作的蛋糕，不断发掘中欧合作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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